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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社会资本和资源依赖理论，以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连锁董事全网络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价值，以及高管学

术资本价值发挥过程中，内外社会资本的协同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１）高管学术资本对

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２）企业创新投入在高管学术资本和创新绩效之间起

着中介作用；（３）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在高管学术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正向调节

作用；（４）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在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５）高
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正向调节了创新投入对高管学术资本—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丰富了学者价值的定量认定，揭示了内外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机制，为学

术资本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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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不断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成为保持国家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４［１］；Ｌｅｅ 等，２０１５［２］）。 ２１ 世纪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是，是否建立和维系了有

效的网络关系（Ｒｙｃｒｏｆｔ 和 Ｋａｓｈ，２０００） ［３］。 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在解释企业绩效的过程中，
指出其不仅依赖于正式制度，还依赖于非正式制度中的社会资本（赵延东，２００３） ［４］。 创新活动需

要大量的资源输入，并具有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企业受限于内部资源难以独立应对。 在我

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内外资本的协同作用日益凸显。 如何运用内外社会资本共同

作用于企业创新，是应对巨变环境下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网络中蕴含的丰富社

会资本是企业获取资源的关键，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在管理学领域开始受到

关注，并逐渐演化为研究热点（李玉连，２００６） ［５］，“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应用，已成为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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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课题（赵延东，２００３） ［４］。
“社会资本”的概念自从被引入到学术领域后，表现了强大的解释能力，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学者的青睐。 但是，其测量和界定呈现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特征，而基于企业边界的内外社

会资本界定，以及内外资本的协同作用，成为了研究者较为关注的对象。 Ａｄｌｅｒ 等（２００２） ［６］ 认为，
“内部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形成了行动者的内部关系，从而提升集体行动水平，而“外部社会资

本”是行动者和外在社会的关系的体现，主要功能是获取外部资源。 高管社会资本研究认为，社会

资本存在两种形式，具体为“内粘式”和“桥梁式”，前者“内粘式”表现为高管成员之间内部联系能

力，包含成员间联系的频度、效度和信任度，而后者“桥梁式”表现为高管成员，与内部部门以及外

部相关组织关系（陆红英和董彦，２００８） ［７］。 本文将以上两种划分进行结合，认为“内部社会资本”
的功能主要是“内粘式”，体现在对内部成员形成共享的价值观，以及较强的内部联系能力，是因内

部较好的关联关系而带来的企业内部资源总和。 而“外部社会资本”是“桥梁式”功能，体现在高管

成员和组织外机构或组织关联，而带给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源总和。
网络是创新的必要前提，网络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张红娟和谭劲松，２０１４［８］；Ｃｏｗａｎ

等，２００７［９］；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１０］）。 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转型经济时期的特定阶段的特殊影响，“关系”成
为了正式制度不足的替代因素，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功与否。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由于董事会

为了达到优先使用资源、提供异质性信息、拓展信息渠道，以及增加合法性等目的，进行董事会人员的交

叉任职构建连锁董事关系，形成以上四种企业层面的资源优势。 连锁董事利用跨越企业的优势位置，能
够对业内整个商业环境状况进行扫描，促进网络中企业之间的资源传递、吸收与合作（Ｕｓｅｅｍ，１９８４）［１１］，
及时获取新知识、创新机会、战略以及其他决策的内在逻辑、过程和结果的信息（Ｃａｉ 和 Ｓｅｖｉｌｉｒ，２０１２）［１２］。
基于企业网络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利用连锁董事网络衡量其所

带来的内外社会资本，以及其协同机制，对于提升上市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阶段对于个体和企业层面的多层社会资本进行研究时，人们“对内社会资本”和“对外社会

资本”衡量的过程中存在混淆替代企业社会资本的现象（Ｓｈｉｐｉｌｏｖ，２００６） ［１３］。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

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对连锁董事网络关系相关研究做出了“内粘式”内部社会资本，以及“桥梁式”
外部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拓展。 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观点，知识是可以被购买的，学者是知识交换的

输出者，但是，现有研究对于知识如何变现，高管学术资本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研究尚待深入。 已

有研究对于连锁董事现象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Ｐｏｄｏｌｎｙ，２００１［１４］，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 和 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０２［１５］ ），
但高管学术资本如何“内粘式”提升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而作用于创新绩效，连锁董事外部任职的

“桥梁式”如何获取外部社会资源助力创新，以及二者如何协同作用于企业创新仍未厘清。 本文以

连锁董事网络作为桥梁，尝试探索创新过程中高管学术资本的激活机制，因此，本文从“内粘式”内
部高管学术资本，以及高管连锁任职外部企业的“桥梁式”外部资源获取视角进行解读，探讨高管

学术资本以及高管内外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以期为企业充分挖掘学者潜能，有效协同内

外社会资本，促进二者向创新成果有效转换，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

二、 文献综述与假设推演

１． 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企业“内粘式”内部社会资本

依据社会资源理论，关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源越丰富，产生的帮助影响也越大（Ｌｉｎ，
１９８２） ［１６］。 而个人社会地位一般表现为其职业影响，测量方式也是通过职业声望和地位来衡量的

（赵延东和罗家德，２００５） ［１７］。 根据中国“拜年网”的研究发现，具有最高职业声望的是科研人员，
其声望得分甚至比政府官员都高（边燕杰和李煜，２００１） ［１８］。 创新对知识的依赖程度较高（Ｓａｖｏｒｙ，
２００９） ［１９］，因此，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成为本文的关注对象。 首先，企业聘任具有学术背景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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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董事会，通过其职业声望和影响力，使企业内部关于创新相关的计划或是实施行为，能获得更

好的内部支持和较为顺畅的落实。 其次，拥有学术资本的高管可以通过其专家权利，在和企业其他

董事交流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创新方向引导，并推动高层较快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科学家之间

“无形学院”的存在，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储备。 所以，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通过

其声望、影响力、专家权利、无形学院等，发挥“内粘式”的作用整合内部资源。 沈艺峰等（２０１６） ［２０］

指出，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占到高管团队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在独立董事中该比例约为 ５０％ 。 由

此可见具有学术背景高管的普遍存在性，以及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因此，本文选

择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高管学术资本，作为企业“内粘式”内部社会资本的衡量因素。
２． 高管连锁董事网络———企业“桥梁式”外部社会资本

连锁董事网络具有特殊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载体特性，是一种可见、可信的“信号”
（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３） ［２１］。 Ｍｉｚｒｕｃｈｉ（１９９６） ［２２］将同时在两家及两家以上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的人定义为连锁

董事。 连锁董事现象普遍存在于全球资本市场中。 陈运森和郑登津（２０１７） ［２３］研究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兼任现象平均比例达 ８３％，表明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连

锁董事网络。 Ｌａｒｃｋｅｒ（２０１０） ［２４］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中连锁董事现象发生率也稳定在 ７５％左右。
关于连锁董事的作用，在企业间关系层面的“桥梁式”作用主要表现为，连锁董事个体由于“身兼数

职”的状况，既是个人社会声望和地位的表现（Ｊｉｒａｐｏｒｎ 等，２００９） ［２５］，也是传递成企业能力、企业价值

和声誉的标志（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 和 Ｂｉｓｈｏｐ，２００２） ［１５］。 此外，也能够在组建研发联盟时，吸引并获取合作方

的高关注度（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１３） ［２６］，是企业创新资源和渠道获取的重要外部途径。 而通过连锁董

事的交叉任职，所联系起来的企业之间，由于重叠“内部人”而具有更好的信任关系，因此，其桥梁作用

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选择“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作为企业“桥梁式”外部社会资本的衡量因素。
３． 高管学术资本与创新投入

创新往往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曾萍等，２０１３） ［２７］，通常需要企业进行大量

的资源投入，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群体，对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起着决定性作用（范建红和陈

怀超，２０１５） ［２８］，而周建等（２０１３） ［２９］发现，董事会知识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投入研发。
首先，学术背景高管具有的知识深度有利于创新投入的增加。 因为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往往在董

事会中具有专家性权力，与其他董事之间进行知识或思想交流时更能增强对企业研发投入长远利益

的积极认识（唐清泉，２００２） ［３０］，进而对企业创新的投入方向和投资力度产生引导。 其次，高管学术资

本具有内外声望传递的作用，即学术权威人士担任高管的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和前景更加确信，从而

相关创新投入会有所提升。 最后，Ｂｕｒｔ（１９９２） ［３１］ 认为，社会资本所带来优势的本质是“资源”优势。
在高校或研究院所任职且拥有学术资本的高管，拥有的学术资本保障了企业创新所需的持续的、专业

的资源需要，能够为创新提供后续的资源渠道和保障。 此外，科学家之间可以形成“无形学院”，并通

过“无形学院”的便捷通道，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强大知识储备（朱丽等，２０１７） ［３２］，进而支撑和引领企

业未来发展前沿领域的创新投入。 所以，高管学术资本通过“知识深度认知”，“对内声望传递”，以及

“无形学院”优势三个方面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４． 创新投入在高管学术资本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关系

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学术背景高管对创新投入方向和未来的引导，对于企业创新绩

效而言至关重要。 首先是知识依赖。 创新高度依赖管理人员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 （ Ｓａｖｏｒｙ，
２００９） ［１９］，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高管候选人在职场中成为各大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学教师出任

企业高管或董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高管学术资本不仅为企业内部带来了知识深度的指引，并因

为其专家权力和视野，可以对创新投资未来做好前景预期。 与此同时，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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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支持，并通过将其学术资本内化为企业社会资

本的方式，有效整合内部资源促进创新投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 其次是创新认知突破。
Ｓａｖｏｒｙ（２００９） ［１９］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独立董事的学术背景，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具有

学术背景的高管拥有的丰富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在外部网络中搜寻多样的知识和信息，避免企业形成

认知锁定（Ｏｈ 等，２００４） ［３３］，对企业创新具有凝聚内部力量的“内粘作用”并形成方向性指引，可以使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识别潜在机会。 再次是学术资本的“递延作用” （朱丽等，
２０１７） ［３４］。 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是促进创新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７９［３５］；
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２［３５］）。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３６］认为，研发投入可以促进新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而产生更高的创新产出。 很多情况下，创新的投入是较大的，而企业并未对未来方向具有足够的信

息而选择不投入。 但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可以依靠其内外声望传递的作用，在未来预期可以获得较

好创新回报的方向上，通过努力突破行业现有瓶颈，“内粘”企业内部资源，促进创新投入并提高未来

绩效呈现。 最后，信任是企业层面最为常见的社会资本关系维度，是创新投入的基石。 企业创新具有

复杂性，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拥有学术资本的高管，由于其行业声望可以高效整合资源服务与企

业的创新过程，而企业也对此相对确信并进行资源投入。 因此，企业愿意在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指引

下，进行创新的长远布局，从而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在新兴业务或创新业务上领先其他企业，获得较

好的创新绩效。 所以，高管学术资本通过“知识依赖”“认知突破”“递延作用”，以及“信任优势”四个

方面，将高管学术资本“内粘”为创新投入，并转化成创新绩效。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企业创新投入在高管学术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５． 高管连锁任职的企业数量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证明，高管学术资本可以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通过学术资本的“递延式”传递，借助

企业高管学术背景所赋予的较高职业声望，将其个人的学术资本传递并内化为企业的社会资本，为
企业创新活动注入持续、专业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边燕杰，２００１［１８］；朱丽等，
２０１７［３２］）。 高管连锁任职的企业数量在高管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转化的过程中，作用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信息优势。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源投入，但因为创

新投入的高风险，创新投入与产出也并不总是匹配关系。 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社会资本形式，连锁董

事网络使得处于该网络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连锁董事构建的企业间关联获得信息资源，有利于降低企

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严若森和华小丽，２０１７） ［３７］，进而可以保障高管学术资本，在
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多方位获取信息，进而提高创新转换率和创新绩效。 其次是异质性优

势。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桥梁”作用、方向指引和信号传递三种范式引导企业内部资源作用于企业创

新，为企业创新带来更多的资源投入（朱丽等，２０１７） ［３２］。 高管连锁任职的企业数量越多，企业越有可

能建立多样化资源渠道，用以解决资金问题、渠道问题、技术问题等，多方位推动企业高管学术资本向

创新绩效转变。 再次，企业在借助连锁董事网络作用的同时，高管学术资本的资源异质性使企业在社

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较优位置和更强的网络权力，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新信息及相关资源，促进自身行业

地位的提升。 在连锁董事网络的作用下，企业高管连锁任职的企业数量越多，就能够拥有更多的连接

关系，并获得更强大的动态资源获取能力。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的增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具

有促进作用，且高管连锁董事对创新投入的优化作用能够更好地支撑创新投入向企业创新能力的转

化。 最后是协同优势。 高管个人的学术资本，已经具有较好知识深度认知、对内声望传递和整合能力

等“内粘作用”，以及“无形学院”的资源输送。 与此同时，通过高管连锁董事，高管兼任的企业数量越

多，企业的触角触及行业内外的其他资源越多，进而帮助企业调整和完善企业创新方向，并助力资源

获取和保障创新实践的实施。 所以，高管兼任企业数量通过“异质性优势”“信息优势”“位置优势”和
“协同优势”四个方面，促进高管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转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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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在高管学术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高管连锁

任职企业的数量越多，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变大或增强；高管连锁任职企业的数

量越少，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变小或减弱。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在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是不确定性应对优势。 通过连锁董事构建的企业外部搜索宽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创新活动

十分重要，外部搜索的宽度和深度，有助于增加创新活动中既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对成功的可能，
具有更大外部搜索宽度的个人或组织，比在一个在狭窄范围合作的人或组织创新活动更多

（Ｄａｈｌａｎｄ ｅｒ 等，２０１６） ［３８］，因而更有利于创新绩效的产生。 其次是信号机制。 连锁董事可以通过

信号机制帮助企业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把丰富的人力和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的优势与绩效

（王理想，２０１６） ［３９］，知名人士担任董事本身就是对企业发展良好的信号传递，与之相关的获得投资

数量、企业受关注程度、企业股票价格等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再次是信任优势。 连锁董

事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交互行为作用，形成一种卓越的战略网络（Ｕｓｅｅｍ，１９８４） ［１１］，基于信任促进

企业间彼此了解和信息共享。 创新特别是联合创新需要建立在高信任的合作关系之中，董事会人

员的交叉任职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增强彼此的了解，并促进彼此往来，这就为企业间的信任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促进企业间相互支持，保障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的转变。 最后是位置优势。 连锁董事任职

的企业数量越多，越有助于扩大信息源，不同的信息资源为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想法提供“必要的变

异”。 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担任连锁董事的高管能够更有效地跨越原有组织边界进行创新探索，这种

个人或组织所利用“位置优势”进行的跨越学术或行业的创新探索，会对连锁网络中的个人和企业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高管连锁董事数量通过“不确定性应对优势”“信号机制”“信任优势”和“位
置优势”四个方面，促进高管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转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在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高管连锁任职

企业数量越多，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将变大或增强；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越少，创新

投入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将变小或减弱。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对创新投入中介作用的调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创新方向把

握上。 Ｏｅｈｍｉ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７） ［４０］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的个人专业知识对企业战略的形成能够产生

有益的影响，有经验的董事能够更好地监督和向管理者建言。 在连锁董事网络中，高管兼任企业从

而形成的交叉任职网络关系，使得企业所处的特定网络位置能够帮助企业了解网络内其他企业的

经营和创新状况，拥有学术资本的高管由于具有更为专业的知识，其连锁任职所带来的特殊网络资

本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认知自身所具有的内外部资源和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投入的有效性，进而提

高从高管学术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创新投入的深度切入。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企
业绩效受到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中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赵延东，２００３） ［４］，而以连锁董事网

络为代表的企业间网络关系正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高管或董事凭借个人学术资本所带来的专业优

势，能够实现与其他董事的“协同效应”，并能够使个人或组织享有“专家效应”和“声誉效应”所带

来的特殊网络优势（Ｂｅｌｌｏｃ，２０１２［４１］；张斌和王跃堂，２０１４［４２］；胡元木和纪端，２０１７［４３］ ）。 这就会使

得企业在某一既定领域内精耕细作，深度切入进行创新投入，进而保障了对学术资本向创新的有效

转变。 再次是创新投入的广度提升。 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尉建文和赵延东，２０１１） ［４４］，而
“资源”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要素（Ｌｉｎ，２００１） ［４５］。 高管兼任多家企业进而构建的企业优势网

络位置，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体现（Ｇｅｌｅｔｋａｎｙｃｚ 和 Ｂｏｙｄ，２０１１） ［４６］，呈现在对嵌入人际关系、企业

关系以及地位和声誉的资源的使用和获取（周建等，２０１０） ［２９］。 连锁董事网络关系的价值之一，就
体现在“连锁董事的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转换中（郑方，２０１１） ［４７］，通过“桥梁”作用，借助外

部社会资本，扩展创新投入的广度，进而拓展投入的多来源渠道，促进内部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

６９

陈春花，朱　 丽，宋继文　 学者价值何在？ 高管学术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的转化。 最后是创新投入的协同机制。 Ｃａｓｓｉｍａｎ（２００６） ［４８］认为，投入的增加能够增加企业吸收外部

知识的可能性和机会，从而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创新投入需要从整体上调动企业内外

部社会资源，对外部社会资本而言，Ｇｒａｎ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 ［４９］ 和吴晓波等（２００５） ［５０］ 指出，通过与企业建

立网络关系，进行输送和交换，进而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交换。 而从内部社会资本而言，企业聘用拥有

学术背景的高管，不仅能够获取高管的学术资本，还能够借助高管的学术背景和较高的声望地位，获
得外部利益相关者更高的认同和支持，实现更顺畅的资源和信息沟通（Ｍｅｙｅｒ 和 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３） ［５１］。 内

外社会资本的协同体现在将内外创新资源渠道打通并进行创新资源投入上，为高管个人学术资本向

创新绩效转变奠定了协同基础。 所以，高管连锁董事数量通过“方向把握”“深度切入”“广度提升”和
“协同机制”四个方面，促进高管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转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调节了创新投入对高管学术资本—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即当高

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越高时，创新投入在高管连锁董事数量—创新绩效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越强。
根据以上分析和假设提出，构建本文的概念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选取和董事会网络构建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结合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年报中个人基本信息，进行人

员信息判断，删除同名但非同一人的信息，构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上市公司连锁董事数据库。 人员信

息和企业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 ０ 创建了

以连锁董事个人为纽带的，董事会 －董事会之间的矩阵关系（朱丽等，２０１７） ［５２］。 由于需要考察连

锁董事数量对高管学术资本向创新绩效转化的协同机制，进而通过界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有一年存在

于董事会网络关系的企业，才会认定为本文研究对象。 剔除创新信息缺失、ＳＴ 和 ＰＴ，以及金融企

业后，最终获得 ５１３１ 个有效样本，共计 １４７６ 家上市公司。
２． 变量说明和测量

（１）因变量：创新绩效。 按照发明专利 ０ ５，实用新型 ０ ３，外观设计 ０ ２，将企业来源于 Ｗｉｎｄ
专利数据进行加总后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泳泽和刘大勇，２０１３） ［５３］。

（２）自变量：高管学术资本。 已有研究运用二值法，将有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定义为 １，没有学

术背景的独立董事定义为 ０（沈艺峰等，２０１６） ［２０］，仅关注是否存在而忽略了其数量差异。 因此，本
文沿用国泰安高管人员背景描述，以高管在高校任职人数作为衡量高管学术资本的衡量指标（朱
丽等，２０１７） ［３２］。

（３）中介变量：研发投入。 以国泰安数据中上市公司的资金投入的自然对数作为研发投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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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
（４）调节变量：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以企业高管团队兼任的上市公司的数量总和，作为企

业外部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
（５）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为企业员工人数总和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为企业成立到现在的年度

总和，控制人性质国有企业界定为 １（其他为 ０），两职兼任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同一人的界定为 １（其
他为 ０），董事会规模为董事会人数总和。 前三个变量反映企业基本属性，后三个变量会对连锁董

事构建产生影响，因此，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同时，对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年度效应进行控制。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数据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变量进行了 １％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 为了探索

高管学术资本、研发投入、创新能力关系的稳健性和因果关系，自变量高管学术资本、调节变量高管

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和所有控制变量都采取 ｔ 期数据，中介变量研发投入采用 ｔ ＋ １ 期数据，因变量创

新能力采用 ｔ ＋ ２ 期数据。 所用到的主要变量指标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指标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创新绩效 第 ｔ ＋ ２ 年末企业专利获得总数比例加总后的自然对数

自变量 高管学术资本 第 ｔ 年末企业高管团队高校任职经历总人数

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 第 ｔ ＋ １ 年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的自然对数

调节变量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第 ｔ 年末企业高管团队兼任职务为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和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第 ｔ 年末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时间到第 ｔ 年的时期长度

控制人性质 哑变量，第 ｔ 年末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为 １，否则为 ０
两职兼任 哑变量，第 ｔ 年末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为同一人则为 １，否则为 ０
董事会规模 第 ｔ 年末董事会规模

行业 哑变量，参照 ２００１ 年证监会行业分类设置

年度 发生年份（第 ｔ 年）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四、 回归结果分析

１． 变量的统计描述

从表 ２ 可以得出，高管学术资本和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高管学术资本和研发投入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高管连锁董事数量分别和高管学术资本、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这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称 创新绩效 高管学术资本 研发投入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创新绩效 １
高管学术资本 ０ ０９０∗∗∗ １
研发投入 ０ ４４４∗∗∗ ０ ０８４∗∗∗ １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０ ０７９∗∗∗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８∗∗∗ １
均值 ３０ ６６９ ２ １８１ １７ ０７２ ２ ４１０
标准差 ５７ ５２４ １ ５２７ １ ６７４ ２ ４４５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假设检验

通过对本文变量之间进行多重性检验，得出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２，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独立性，可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和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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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如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２，β ＝
０ ０６８，ｐ ＜ ０ ００１），因此，假设 Ｈ１ 得到支持。 高管学术资本和高管连锁董事数量对企业创新绩效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８，β ＝ ０ ６０６，ｐ ＜ ０ ００１），因此，假设 Ｈ３ 得到支持。
表 ３ 高管内外社会资本和创新绩效———中介和总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研发投入 创新绩效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高管学术资本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２∗∗∗ ２ ５４３∗∗∗ ２ ４０３∗∗∗ １ ７７７∗∗∗ ２ １１９∗∗∗ １ ４８１∗∗∗

高管连锁任职

企业数量
０ ０３６∗∗∗ ０ ８１７∗∗ ０ ４５６ ０ ６５８∗∗ ０ ２８９

研发投入 １０ １０１∗∗∗ １０ １１９∗∗∗

高管学术资本 ×
高管连锁任职

企业数量

０ ６０６∗∗∗ ０ ６３１∗∗∗

控制人性质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 １４ ４０４∗∗∗ －１３ ４１４∗∗ －１３ ５２６∗∗ －１４ ０００∗∗∗ －１３ ６６１∗∗∗ －１４ １４１∗∗∗

企业规模 ０ ７０４∗∗∗ ０ ７０８∗∗∗ ０ ７０１∗∗∗ ２１ ９８１∗∗∗ ２２ １２４∗∗∗ ２１ ９８３∗∗∗ １４ ８９７∗∗∗ ２１ ９８２∗∗∗ １４ ８８５∗∗∗

企业年龄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３∗∗∗ －０ ５７１∗∗∗ －０ ５１５∗∗∗ －０ ４９１∗∗∗ －０ １６ － ０ ４９０∗∗∗ －０ １５９
两职兼任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４∗∗∗ ９ ２１６∗∗∗ ９ ０５５∗∗∗ ９ ０２０∗∗∗ ７ ６６８∗∗∗ ９ １２８∗∗∗ ７ ７７８∗∗∗

董事会规模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０∗∗∗ １ ０６４∗ ０ ６２１ ０ ５４１ ０ １４ ０ ４９９ ０ ０９７
常数项 １０ １２５∗∗∗ １０ ００３∗∗∗ １０ ０５０∗∗∗ －１６９ ２８１∗∗∗ －１７３ ８１３∗∗∗ －１７２ ７５５∗∗∗ －２７４ ２７１∗∗∗ －１７１ １４７∗∗∗ －２７２ ７６８∗∗∗

Ｎ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３９６ ０ ３９９ ０ ２２４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９ ０ ２７３ ０ ２３１ ０ ２７４
Ｆ ９７ ０５５ ９５ ５７３ ９４ ８９７ ２０ ９３１ ２０ ２６１ １９ ６７３ ２０ ６９２ １９ １１７ ２０ １６１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温忠麟等（２００６） ［５５］ 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四个步骤，检验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４：
（１）做创新绩效（因变量）对高管学术资本（自变量）和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调节变量）的回归，
自变量系数显著（模型 ６，β ＝ ２ ４０３，ｐ ＜ ０ ００１）。 （２）做研发投入（中介变量）对高管学术资本和高

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调节变量）的回归，高管学术资本（自变量）系数显著（模型 ３，β ＝ ０ ０６２，ｐ ＜
０ ０１）。 （３）做创新绩效（因变量）对高管学术资本（自变量）、研发投入（中介变量）和高管连锁任

职企业数量（调节变量）的回归，研发投入（中介变量）系数显著（模型 ７，β ＝ １０ １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以上三步骤说明，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显著，创新投入在高管学术资本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

用，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 （４）做创新绩效（因变量）对高管学术资本（自变量）、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

量（调节变量）、研发投入（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交互项系数显著（模
型 ９，β ＝ ０ ６３１，ｐ ＜ ０ ００１），说明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受到了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的正向影响，
即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对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假设 Ｈ４ 得到了验证。

如表 ４ 所示，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模型 １２，β ＝ ０ ７３５，ｐ ＜ ０ ００１），假设 Ｈ３ 得到支持。 在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较低的情况下，随着

创新投入的增加，创新绩效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在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较高的情况下，由
创新投入的增加，而导致的创新绩效增加的程度更大。
表 ４ 高管内外社会资本和创新绩效———第二阶段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创新绩效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０ ５７２∗ ０ ３５５
研发投入 １０ ３７９∗∗∗ １０ ２８５∗∗∗ １０ ２６９∗∗∗

高管学术资本 ×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０ ７３５∗∗∗

控制人性质 － １４ ６６６∗∗∗ － １４ ７０４∗∗∗ － １４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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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名称
创新绩效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企业规模 １４ ６７６∗∗∗ １４ ６５０∗∗∗ １４ ６８３∗∗∗

企业年龄 － ０ ２０５ － ０ １８９ － ０ １８２
两职兼任 ７ ７６６∗∗∗ ７ ７４９∗∗∗ ７ ８６１∗∗∗

董事会规模 ０ ４９３ ０ ４２５ ０ ３１８
常数项 － ２７４ ３６９∗∗∗ － ２７２ ８４３∗∗∗ － ２７１ ３６９∗∗∗

Ｎ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Ｒ２ ０ ２７ ０ ２７１ ０ ２７３
Ｆ ２１ ８９９ ２１ ２３４ ２０ ７０１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３． 稳健性检验

１）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替换。 在衡量创新绩效的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根据 ＷＩＮＤ 数据库专

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项，进行第 ｔ ＋ ２ 年末企业专利获得总数的自然对数

计算，作为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
２）对高管学术资本进行替换。 在衡量高管学术资本的稳健性检验过程中，采用第 ｔ 年高管团

队的研究院所任职经历人数，作为稳健性检验过程中，高管学术资本的代理变量。
３）对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进行替换。 在衡量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的稳健性检验中，采用

第 ｔ 年高管团队兼任职务为董事的公司数量总和（既包含上市公司也包含非上市给公司），作为外

部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通过以上三个代理变量，分别对因变量创新绩效、自变量高管学术资本和调节变量高管连锁董

事数量进行替换后，对本文提出的所有假设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 和表 ６ 所示，所有假设

均得到支持，本文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５ 高管内外社会资本和创新绩效———中介和总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研发投入 创新绩效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高管学术资本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０∗∗∗ ５ ７６４∗∗∗ ５ ５６３∗∗∗ ３ ４９６∗∗∗ ４ ７８５∗∗∗ ２ ７１５∗∗

高管连锁任职

企业数量
０ ０１０∗∗∗ ０ ６１８∗∗∗ ０ ３１１ ０ ４７６∗∗ ０ １６７

研发投入 ２９ ６９７∗∗∗ ２９ ７０４∗∗∗

高管学术资本 ×

高管连锁任职

企业数量

０ ５０３∗∗∗ ０ ５０５∗∗∗

控制人性质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２６ － ５２ ４２３∗∗∗ －５８ ６１３∗∗∗ －５６ ９８９∗∗∗ －５６ ２２１∗∗∗ －５４ ９３２∗∗∗ －５４ １５６∗∗∗

企业规模 ０ ７０４∗∗∗ ０ ７１６∗∗∗ ０ ６９３∗∗∗ ６８ ８９０∗∗∗ ６９ ８６１∗∗∗ ６８ ４７７∗∗∗ ４７ ９００∗∗∗ ６８ ０８２∗∗∗ ４７ ４９７∗∗∗

企业年龄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１ ８１６∗∗∗ －１ ６９３∗∗∗ －１ ５００∗∗∗ －０ ５９５ － １ ５９１∗∗∗ －０ ６８６

两职兼任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５∗∗∗ ０ １３９∗∗∗ ３１ ４４２∗∗∗ ３１ ８３０∗∗∗ ３１ ４７９∗∗∗ ２７ ３５９∗∗∗ ３０ ９１３∗∗∗ ２６ ７８９∗∗∗

董事会规模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０∗∗∗ ３ ００６ ２ ４６ １ ９８３ ０ ７９２ １ ８４５ ０ ６５３

常数项 １０ １２５∗∗∗ １０ ００８∗∗∗ １０ １６２∗∗∗ －５２３ ６１１∗∗∗ －５３２ ８５０∗∗∗ －５２３ ６１２∗∗∗ －８２５ ４０４∗∗∗ －５１５ ８５８∗∗∗ －８１７ ６９６∗∗∗

Ｎ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３９８ ０ ４０４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４ ０ ２２６ ０ ２６４ ０ ２２８ ０ ２６６

Ｆ ９７ ０５５ ９７ ５２９ ９７ ８９１ ２０ ８５３ ２０ ２３６ １９ ８４７ ２０ ５３１ １９ ３５９ ２０ ０９８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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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高管内外社会资本和创新绩效———第二阶段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创新能力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０ ３２８ ０ １７
研发投入 ３０ ５３８∗∗∗ ３０ １８６∗∗∗ ３０ ０７７∗∗∗

高管学术资本 ×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数量 ０ ５４４∗∗∗

控制人性质 － ５３ １９５∗∗∗ － ５２ ４３９∗∗∗ － ５１ １２５∗∗∗

企业规模 ４７ ３９７∗∗∗ ４６ ９２８∗∗∗ ４６ ７２８∗∗∗

企业年龄 － ０ ７３９ － ０ ６４７ － ０ ７３２
两职兼任 ２７ １７５∗∗∗ ２７ ０４５∗∗∗ ２６ ５０８∗∗∗

董事会规模 １ ３２６ １ ０８２ ０ ８６３
常数项 － ８３２ ７９８∗∗∗ － ８２４ ５００∗∗∗ － ８１６ ４２３∗∗∗

Ｎ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５１３１
Ｒ２ ０ ２６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５
Ｆ ２１ ６２７ ２１ １３２ ２０ ６８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五、 研究讨论

１． 高管学术资本：企业创新的内在引擎

高管的学术资本是创新的智力支持和非制度保障（朱丽等，２０１７） ［３２］，企业通过聘用有学术背

景的人员担任高管，可以便捷地获取创新信号，并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咨询（希拉·斯劳特和拉

里·莱斯利，２００８） ［５５］。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有学术背景的高管越来越受到企

业的追捧并竞相聘用。 如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敏感性，并拥有强大的逻辑归纳能力，就会看到事物发

展的本质和规律（陈春花，２０１８） ［５６］，进而对未来创新规律能够精准把握。 学术资本主义导致知识

是可以商品化的，知识可以购买，能够变现。 学者具有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既可以对企业

输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帮助企业实践，又能运用归属的社会属性为企业打通资源渠道。
实现了个人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的转换，是企业创新的内在引擎。

２． 高管连锁任职：企业创新的外部驱动

高管的连锁任职，可以将企业董事会进行连接，进而有效发挥董事会的建议、渠道、资源优先使

用和合法性四种优势（朱丽等，２０１７） ［３２］。 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网络是 ２１ 世纪企业创新的关键

（Ｒｙｃｒｏｆｔ，２０００） ［３］，而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依靠连锁董事网络关系，为企业向外部延伸拓展渠道，可
以为企业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 因此，高管连锁董事网络是企业外部创渠道和资源的重要驱动。

３． 内外社会资本协同：创新的协同效应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高管社会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直接和间接利益，同时还可以形成潜在的

利益支撑网络（马富萍和李燕萍，２０１１） ［５７］，进而促进企业内外资源的融合并达到协同配置，促进由

高管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的有效内化，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 外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

内部学术创新驱动的成效。 研究发现，高管连锁董事数量对高管学术资本在创新绩效上的呈现，具
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图 ２ 的二维关系矩阵显示出，在高管连锁董事数量较低时，企业创新能力

较低，但是，随着高管学术资本的不断增加，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由最低转化为中低。 在高管连锁董

事数量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创新绩效较高，随着高管学术资本的不断增加，创新绩效由中高转为最高，
从得到了创新绩效二维矩阵图。 这说明，内外部资本的协同至关重要，学者的对于创新的“内粘式”业
内价值，可以通过与“外延式”的连锁董事进行有效协同，共同服务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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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协同创新二维矩阵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社会资本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以社会学“社会资本”为视角，深入探讨了“学者的

价值何在”的现实问题。 具体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连锁董事数据信息，切入高管学术资本到企业创

新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去。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 １４７６ 家企业数据，
从社会资本和资源依赖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索了高管个人学术资本向企业创新绩效转换，以及高管

学术资本协同高管连锁任职带来的社会资本间协同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在

理论上拓展了我国的关系网络与创新的研究，即以高管学术资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内化为企业

具备的社会资本的机制，以及如何与外部社会资本协同，高效运用外部资源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
对于建设创新驱动型企业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证结果显示，高管学术资本通过“知识认知深度”“对内声望传递”“无形学院”三方面优势，促
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创新投入从“知识依赖”“认知突破”“递延作用”“信任优势”四个方面，将高管学

术资转化为企业的创新绩效；高管连锁任职数量对高管学术资本向创新绩效之间转化具有正向调节，
具体表现为：高管兼任企业数量通过“异质性优势”“信息优势”“位置优势”和“协同优势”四个方面。 高

管连锁任职数量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转化具有正向调节，具体表现为：通过“不确定性应对优势”
“信号机制”“信任优势”和“位置优势”四个方面。 高管连锁任职数量对创新投入对高管学术资本导创新

绩效的中介作用具有正向调节，具体表现为“方向把握”“深度切入”“广度提升”和“协同机制”四个方面。
本文对于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内外协同机制进行了拓展。

本文从高管学术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实践思索出发，探索了自然人社会资本内化为组织社会资本过

程中，与外部社会资本的协同作用。 实现了内部和外部、个体和组织的层级突破的内外协同机制。
（２）深化了资源依赖理论中关于“依赖”的“社会资本”视角解读。 组织维持运转的资源不可能完

全由自身提供，因此，要创造好的资源渠道和资源优势来适应自身的发展目标。 因此，从组织将学

术资本内化为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将外部连锁任职带来的社会会资本，对内部个体到组织的社会资

本转换起到了积极作用。 （３）从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两方面，丰富了协同机制的定量研究。 社会

资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结合，为企业内外协同机制的研究提供了“社会资本”和“资源依赖”视
角，突破企业边界限制，通过社会资本降低企业资源依赖，进而实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有效协同。

本文深入挖掘了在连锁董事网络背景下，高管学术资本对于企业创新，以及高管内外社会资本

的创新绩效研究，对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如下启示：（１）高管学术资本能够为企业带来专家权力和

声誉权力，企业应相信知识的力量，聘请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或拥学术影响力的外部董事加

入董事会；（２）创新投入对于企业技术红利的获取，以及发展优势的形成至关重要，企业在提升创

新绩效的过程中，需要尊重拥有学术资本的个体或是组织，充分发挥学术资本的创新驱动作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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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对创新的各类资源投入支持；（３）转型经济时期，制度因素不足导致连锁董事作为非制度补

充，更有利于企业获取各种外部资源帮助企业发展，企业可以通过聘任其他上市企业董事或接受外

部公司董事入职董事会，积极参与到企业网络之中，寻求内外社会资本的协同效应。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一些方向：（１）目前管理学界对学术资本的理论

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比较缺乏，学术资本的精准衡量尚需深入研究；（２）除了连锁董事网络关系

外，企业高管之间的其他非正式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政治关联等）也会影响到企业社会网

络的形成，由于变量测量的难度和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本文也未予以考察；（３）不
同行业内的创新现状差异巨大，未来可以考虑针对不同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探索差异化背景下，学
术资本的价值以及内外社会资本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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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ｌｓｏ，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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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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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ｈｏｌｄ ｉｎ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ｈａｄ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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